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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鄱阳湖的水文情势发生了显著变化，它将如何影响水鸟越冬生境尚不清楚。本文以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的 9 个碟形湖为例，综合利用遥感、地理信息系统与时空变化分析等技术方法，从自然水文过程、水位人为调控、湖泊地形

三个方面分析了碟形湖退水过程对水鸟越冬生境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1）2020 年的极端洪水，导致鄱阳湖自然保护区 9-

10 月的越冬水鸟觅食生境面积比平水年分别减少了 82.32%和 75.65%。2022 年的极端干旱，导致研究区 10-11 月的越冬水鸟

觅食生境面积比平水年分别减少了 26.21%和 37.84%。两次极端水文事件虽然都导致研究区秋季的越冬水鸟觅食生境面积锐

减，但并未减少冬季的水鸟觅食生境面积。2）2022 年 9—11 月干旱期间，有闸的高高程浅水湖泊象湖的沙滩面积增至平水

年同期值的 6~8 倍，使其水鸟觅食生境面积明显减小，而同期其它有闸碟形湖的水鸟觅食生境面积都有不同程度增加。2020

年 9—10 月洪水期间，平均高程最低的蚌湖和大汊湖，其水鸟觅食生境面积占比从平水年的 50%降至 10%左右，而平均高程

最高的象湖的水鸟觅食生境面积占比反而从平水年的 50%增加至 60%，碟形湖的水鸟越冬生境变化与湖泊自身的地形特征密

切相关。3）2022 年 9—11 月干旱期间，自然退水的蚌湖和大汊湖沙滩面积显著增加，而水位人为调控的大湖池、沙湖、常

湖池、朱市湖、梅西湖和中湖池，其水鸟觅食生境面积占比约增加了 5~25 个百分点，碟形湖水位人为调控对于干旱年份保

护水鸟顺利越冬有重要意义。在当前鄱阳湖枯水期提前、枯水期延长、干旱频发，以及长江流域“十年禁渔”政策实施的新形

势下，为维持越冬水鸟适宜觅食生境，应加强碟形湖水位科学管理与合理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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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recent years, the hydrological regime of Lake Poyang has undergone marked changes, yet the effects on wintering 

waterbird habitats remain unclear. This study focused on nine sub-lakes within the Lake Poyang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Using remote 

sensing,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and spatiotemporal analysis, we examined how water recession influenced the structure of 

wintering waterbird habitats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natural hydrological processes, artificial water level regulation, and lake 

topograph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During the extreme flood in 2020, the foraging habitat area for wintering waterbirds decreased 

by 82.32% in September and 75.65% in October relative to normal hydrological years. During the extreme drought in 2022, the foraging 

habitat area declined by 26.21% in October and 37.84% in November. Although both extreme events caused substantial reductions  in 

autumn foraging habitat, they did not reduce winter foraging habitat area. 2) From September to November 2022, during the drought, 

Lake Xianghu—a shallow, artificially regulated lake with the highest mean elevation—experienced a 6‑ to 8‑fold expansion in sandbar 

area compared with normal years, accompanied by a notable decrease in waterbird foraging habitat. In contrast, other artificially 

regulated sub‑lakes showed varying increases in foraging habitat area. During the September–October flood in 2020, the proportion of 

foraging habitat in Lake Banghu and Lake Dachahu (the two sub‑lakes with the lowest mean elevation) dropped from about 50% in 

normal years to around 10%, while that in Lake Xianghu (with the highest mean elevation) rose from about 50% to 60%. These spatial 

differences were closely linked to the top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individual sub‑lakes. 3) During the September–November 2022 

drought, naturally receding Lake Banghu and Lake Dachahu showed a marked expansion in sandbar area. Meanwhile, artificially 

regulated lakes (Lakes Dahuchi, Shahu, Changhuchi, Zhushi, Meixihu, and Zhonghuchi) experienced a 5‑ to 25‑percentage‑point 

increase in the proportion of waterbird foraging habitat.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artificial water level regulation in sub‑lakes 

contributes considerably to the conservation of wintering waterbird habitats during drought years. Given the current trends of earlier 

and prolonged dry seasons, frequent drought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ten‑year fishing ban, targeted 

scientific management and rational water level regulation of sub‑lakes are needed to maintain suitable foraging habitats for wintering 

waterbirds. 

Keywords：Lake Poyang; dish-shaped lakes; water recession process; top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hydrological drivers; wintering 

waterbird habitat 

 

鄱阳湖秋季退水后形成广袤的湿地，使之成为亚洲最大的水鸟越冬地，退水后形成的百余个碟形湖

为全湖约70%的水鸟提供了越冬生境[1-2]。当前鄱阳湖呈枯水期提前、枯水期延长、极端水文事件频发的

趋势，与此同时，长江流域“十年禁渔”也导致很多碟形湖失去了原有的水位人为调控能力 [3]。因此开展

退水过程对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水鸟越冬生境结构的影响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研究发现，水文条件变化会从多方面影响水鸟栖息生境。水文条件变化会改变土壤理化性质与微生

物群落结构，从而影响湿地生态系统的物质基础[4]。水文条件变化通过影响水生或湿生植物的生长，进

而影响水鸟的食物资源格局[5-6]，洪泛湿地提前退水导致洲滩过早出露，致使沉水与浮叶植物干枯，以刺

苦草为例，其在低水位下各器官生物量显著减少，直接导致块茎类关键食物资源减少 [7-8]。枯水情势加剧

时，秋草会提前老化，引发食草性水鸟食物短缺[9-10]。对于季节性湖泊，年内涨水、高水位维持、退水过

程的差异，以及地下水位埋深和土壤水分的时空变化，都会导致湿地空间结构出现显著的年际与年内波

动，并最终决定水鸟栖息地的适宜性与分布格局[11]。 

对鄱阳湖退水过程的驱动力研究发现，它受到自然因素与人为干预的双重驱动[12-15]。自然因素方面，

流域降水变化与气候波动等导致极端水文事件频发[16-17]，极端干旱直接造成入湖水量减少与退水提前[18]，

极端洪水则导致湖面面积显著扩张，水位异常抬升与汛期延长，从而影响后续的退水模式和水资源分布

的空间格局[16,19]。人为因素方面，从早期的“堑秋湖”到当前的“协议管湖”等湖泊管理实践[20-21]、以

及三峡工程调度等人类活动均显著改变了湖泊水文的自然节律，加剧了退水过程的不确定性与空间异质

性[22-23]。自然与人为因素的叠加影响，共同塑造了鄱阳湖的生境结构，进而深刻影响水鸟的分布格局 [24-

25]。 

鄱阳湖退水过程的驱动因子研究仍存在明显不足。既有研究多分别探讨自然水文过程或人类活动对

鄱阳湖全湖的退水过程及生境的影响，很少考虑湖盆地形的作用，亦缺乏对三者协同机制的系统研究。



地形作为湿地景观格局的基础载体，其高程、形态等特征通过调控水分分布与淹没模式，直接影响植被

的带状分布与生境异质性[26-27]，并与水文过程耦合共同决定生境的结构与动态[28]。不连续的高程梯度还

会加剧景观破碎化，影响生境的完整性与稳定性[29]。在不同水文扰动条件下，坡度、坡向等地形因子亦

通过土壤水分与微气候的调节，对生境质量产生差异化影响[30]。湖泊地形如何与自然水文过程、人为调

控（保护区管理局或渔民对碟形湖的直接水位管理）相互作用并共同塑造水鸟越冬生境，其机制有待探

究。本文拟探索“自然水文过程、水位人为调控与地形特征对鄱阳湖水鸟越冬生境的协同影响机制”，

以期为鄱阳湖湿地精准管理和候鸟栖息地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域概况 

鄱阳湖是我国最大的淡水湖泊，“洪水一片、枯水一线”是鄱阳湖最基本的自然特征，秋季退水后形

成的广袤湿地，使鄱阳湖成为亚洲最大的水鸟越冬地，平均每年有超过 40 万只水鸟到此越冬[31]。鄱阳

湖中数量众多的碟形湖（浅碟形子湖泊）是越冬水鸟的主要觅食地、休憩场所和栖息地[1]。近年来，鄱

阳湖出现持续低枯水位，有枯水期提前和枯水期延长的趋势，并且到周边农田越冬的水鸟呈逐年增加的

趋势[32]。 

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 224 km2，包括大汊湖、蚌湖、大湖池等九个碟形湖（图 1a），它

是鄱阳湖水鸟越冬最重要的区域之一。保护区共记录鸟类 381 种，占整个鄱阳湖鸟类物种总数的 89.4%[33]，

这里曾栖息着全球 85%以上的白鹤、18%的白枕鹤、3%的白头鹤以及中国 50%的灰鹤，同时该区域也是

东方白鹳和小天鹅的主要栖息地之一[34-35]。受水文变化等因素影响，保护区内水鸟种类和数量存在明显

的年际差异[34]。 

在丰水期，保护区内碟形湖与主湖区呈连通水体，秋季退水时，各碟形湖水面会依次与主湖区脱离，

水面脱离后碟形湖的水位会逐渐高于主湖区星子站的水位（图 1b 和图 1c）。为了给越冬水鸟持续提供

觅食生境，保护区管理局对具备控水条件的碟形湖进行水位调控，即在秋季退水时关闸蓄水，然后在冬

季开闸缓慢排水（图 1c）。未经人为调控的碟形湖（如蚌湖）其退水过程迅速，基本在 11 月就完成退

水，12 月份就完全干涸（图 1b），而有闸控水的碟形湖其退水过程被延缓，它们在 12 月份仍会保留较

大的水域面积（图 1c）。 

 

图 1 研究区概况图 

Fig. 1 Overview of the study area 

1.2 研究数据 

使用 2013 年 3 月—2025 年 2 月期间共 233 景多光谱卫星影像及雷达影像，其中 Landsat 卫星影像

来源于美国地质调查局网站（https://earthexplorer.usgs.gov/），为 L2C2 格式的地表反射率数据。哨兵 1

（Sentinel-1）雷达数据为 level 1GRD 格式，哨兵 2（Sentinel-2）多光谱数据为 L2A 格式的地表反射率数



据，所有哨兵数据来自欧空局网站（https://scihub.copernicus.eu/）。鄱阳湖地形数据为 2010 年实测数据，

该数据为 5m×5m 的 DEM 格式数据。碟形湖边界矢量数据基于鄱阳湖 DEM 数据和高清卫星影像经数字

化形成。星子站水位数据来源于江西省水文监测中心。 

1.3 碟形湖水文过程遥感反演 

(1)多光谱影像水域提取：基于 2013 年 3 月—2025 年 2 月的多光谱卫星影像，使用 AWEI 提取水体

范围[36]； 

(2)雷达影像水域提取：雷达影像经过预处理后将影像的后向散射系数 σ 转换为对数刻度（dB）形式，

采用阈值法提取水体[37-38]； 

(3)碟形湖水域面积占比计算：基于碟形湖的矢量数据，在 arcgis 中利用分区统计工具，计算各碟形

湖内的水域面积，然后除以碟形湖自身面积得到碟形湖水域面积占比； 

(4)碟形湖的水文过程：用水域面积占比的年内变化过程表征碟形湖的水文过程。 

1.4 碟形湖特征指标计算 

(1)平均高程：基于 2010 年实测的鄱阳湖高程数据，以 9 个碟形湖为统计区域，在 ArcGIS 中用分区

统计工具计算各碟形湖平均高程； 

(2)高程累积分布曲线：以 0.1 米为间隔完成研究区的高程数据重分类，然后在 Rstudio 中绘制高程

累积分布曲线; 

(3)最大控水面积占比：指碟形湖水闸能控制的水域面积占碟形湖面积的比例。秋季退水期，碟形湖

的水面与主湖区脱离后，由于闸控原因，水域面积会在一段时间内基本不变，用该段时期水域面积占碟

形湖总面积比值的多年平均值来表示，它实际表征了碟形湖的最大控水面积和最大控水深度; 

(4)脱离水位：最大控水面积占比数据与高程累积分布曲线的交点即碟形湖与主湖区的脱离水位，它

表示了碟形湖水闸调控的最高水位； 

(5)最小水面面积占比：即碟形湖冬季完成退水后仍然无法排出的水域面积占比，通过计算多年年内

最小水域范围占比数据的平均值获得，它实际表示碟形湖水闸无法排尽的水域范围； 

(6)最小水面高程：最小水域面积与高程累计分布曲线的交点即碟形湖水面最小时的水面线高程，它

表示了碟形湖水闸调控的最低水位； 

(7)蓄水与调控能力：基于上述指标，计算碟形湖的最大调控水深、平均水深、蓄水容量密度等指标。 

(8)平均水深：指碟形湖的水面与主湖区脱离时，碟形湖水域的平均水深；用脱离时的水位高程减去

湖底高程再取均值； 

(9)蓄水容量密度：碟形湖的总蓄水量与碟形湖面积的比值，它与干旱年碟形湖的景观演替速度密切

相关; 

(10)调控水深：脱离水位减去最小水面高程； 

(11)调控面积占比：表示碟形湖水闸能调控的最大水域面积比例，实际为最大控水面积占比与最小

水面面积占比的差值。 

1.5 碟形湖分类 

根据是否有闸控和控水过程差异，将碟形湖分为自然退水、人为调控和长期蓄水三类[39-40]。其中无

闸控的碟形湖是自然退水，人为调控湖泊则根据保护越冬水鸟或者渔业的需求逐步排水，长期蓄水湖泊

则长期维持高水位。针对人为调控的碟形湖，基于其地形特征指标，对标准化后的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

（PCA）。然后依据各湖泊在 PCA 排序图中的聚集特征，进一步将其划分为不同的类型。 

1.6 水鸟越冬生境分类系统与遥感分类方法 

根据鄱阳湖越冬水鸟食性及觅食生境需求[41-43]，并参考现有的水鸟栖息生境分类体系，将越冬水鸟

栖息生境分为：深水（水深＞50 cm）、浅水（30 cm＜水深≤50 cm）、极浅水（0 cm＜水深≤30 cm）、

泥滩、沙滩、稀疏草洲、高草草洲、茂密草洲和湖中高地（高程＞21 m）九个类型，其中稀疏草洲、泥

滩、极浅水和浅水四个类型是鄱阳湖水鸟越冬的主要觅食生境。越冬水鸟栖息生境类型的遥感识别流程

见图 2。景观分类的总体精度为 90.25%，Kappa 系数为 0.8854，像元误分主要发生在 3 类水体内部和 3



类草洲内部，景观分类的精度评估详见李映瑜等[44]。 

(1)湖中高地：是指常年不受水淹的区域，基于 DEM 提取高程大于 21 m 的区域； 

(2)水域：先利用 AWEI（automated water extraction index）水体指数从遥感影像提取水域范围[36]，然

后再结合 DEM 数据计算每个像元的水深[45]，最后根据水深划分出深水、浅水和极浅水类型； 

(3)沙滩：用短波近红外波段（2.20 μm）进行非监督分类，亮度最高的类型为沙滩； 

(4)泥滩和茂密草洲：先对未分区域计算 NDVI（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指数，然后对

NDVI 完成非监督分类，NDVI 值最高的区域为茂密草洲，NDVI 值最低的区域为泥滩，NDVI 值中等的

区域为其他草洲； 

(5)稀疏草洲和高草草洲：其他草洲中将高程小于 13.5 m 的区域划分为稀疏草洲，高于 13.5 m 的区

域再进行非监督分类，NDVI 值大的区域划分为高草草洲，其余为稀疏草洲。 

 

图 2 鄱阳湖越冬水鸟栖息生境遥感识别流程 

Fig.2 Flowchart of remote sensing identification for wintering waterbird habitats in Lake Poyang 

2 结果 

2.1 碟形湖的地形特征与类型 

2.1.1 碟形湖的地形特征  研究区 9 个碟形湖的高程累积分布曲线见图 3，其主要地形指标见表 1，不

同碟形湖有明显的地形特征差异。从高程分布来看，象湖的平均高程最高，它比大汊湖的平均高程高了

2.68 m，其脱离水位比大汊湖高 3.34 m，碟形湖与主湖区的脱离水位与湖泊的平均高程正相关。从碟形

湖的湖泊形态上看，平均高程位于累计面积百分比低值区时，湖泊大部分面积都在平均高程以上，湖底

地形呈不连续的阶梯分布；平均高程位于累计面积百分比高值区时，表明湖泊主要面积都在平均高程以

下，湖底基本呈锅底形，是更具调控潜力的湖泊。 

 

图 3 碟形湖的高程累积分布曲线 

Fig. 3 Elevation cumulative distribution curves of the dish-shaped lakes 



碟形湖的蓄水和水位调控能力差异明显。从图 3 的横坐标看，在累计面积占比低就脱离的湖泊，其

控水面积占比越小，如无闸的蚌湖其最大控水面积占比小于 30%，而中湖池、梅西湖和大湖池的最大

控水面积都大于 70%。无闸的蚌湖和大汊湖，脱离水位与最小水面高程重合，所以不具备水位调控能

力，而朱市湖和大湖池可调控的水深超过 1.5m。 

表 1 碟形湖地形特征 （面积单位 km2，水深及高程单位 m） 

Tab. 1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ish-shaped lakes (unit: area in km², water depth and elevation in m) 

名称 蚌湖 大汊湖 大湖池 常湖池 沙湖 朱市湖 中湖池 梅西湖 象湖 

碟形湖面积 71.26 37.28 33.69 5.28 14.67 2.96 6.50 2.68 5.83 

平均高程 12.05 11.67 13.06 13.43 13.58 13.79 13.42 13.66 14.35 

脱离水位 11.18 11.14 13.83 13.17 13.43 14.14 13.85 14.03 14.48 

平均水深 0.15 0.30 1.41 0.52 0.57 1.13 0.94 0.82 0.75 

最大控水面积占比 26.39% 41.58% 77.65% 51.65% 55.95% 56.36% 71.39% 72.85% 47.84% 

蓄水容量密度 0.04 0.12 1.09 0.27 0.32 0.64 0.67 0.60 0.36 

最小水面面积占比 26.39% 41.58% 42.70% 20.73% 21.22% 20.38% 38.52% 29.16% 27.00% 

最小水面高程 11.18 11.14 12.26 12.52 12.71 12.46 12.90 13.02 13.90 

可调控面积占比 0.00% 0.00% 34.95% 30.92% 34.73% 35.98% 32.87% 43.69% 20.84% 

可调控水深 0.00 0.00 1.57 0.65 0.72 1.68 0.95 1.01 0.58 

是否闸控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2.1.2 碟形湖的类型 无闸或者水闸已损坏的碟形湖不具备水位调控能力，它们结束退水的时间明显早

于水位人为调控的湖泊，首先将碟形湖分为有闸和无闸两大类型，有闸的碟形湖再根据它们在 PCA 图上

的聚集情况划分不同类型。从图 4 可见，高程和水深方面的指标是影响有闸碟形湖在 PCA 图上分布位置

的主要因素，大湖池平均高程最低、水最深，因此它远离其它湖泊；象湖平均高程最高、水浅，同样远

离其它湖泊，常湖池与沙湖水最浅而且平均高程相近，因此二者聚集；梅西湖、中湖池和朱市湖三者聚

集。无闸的蚌湖和大汊湖，因其平均高程和水深都相近，将其归为一类。基于水位人为调控方式、湖泊

高程和湖泊调蓄能力（湖泊水深）差异，研究区的九个碟形湖可分为五个类型（表 2）。 

表 2 研究区碟形湖分类结果 

Tab. 2 Classification of the dish-shaped lakes in the study area 

 

 

 

 

 

 

 

2.2 碟形湖的水文过程 

利用遥感监测技术获取的研究区九个碟形湖的水域面积变化(图 5)，可见自然降水过程决定着碟形

湖水文过程的年内和年际变化。从年内变化上看，碟形湖水位呈明显的季节性波动，水域面积通常在 1—

2 月最小，3—6 月逐渐增大，7—8 月达到峰值，9—12 月退水后面积逐渐减小，次年 1—2 月水域面积

又减少到最小值。从年际差异上看，2020 年夏季发生洪水，9—11 月各碟形湖的水域面积明显大于平水

年和枯水年，2022 和 2023 年鄱阳湖发生持续干旱，碟形湖的夏秋季水位明显低于正常水文年。 

自然退水湖泊与水位人为调控湖泊的退水过程有明显差异。从平水年均值来看，无闸的蚌湖和大汊

湖一般在 11 月就完成退水，整个退水过程中水域面积呈直线型下降。有闸的碟形湖一般在次年 1—2 月

完成退水，其退水过程包括三个阶段，与主湖区水面脱离前的水位直线下降阶段，控水时期的水位不变

阶段和排水时期的水位缓慢下降阶段。 

类型 类型名称 湖泊名称 

Ⅰ 无闸低高程极浅水湖泊 蚌湖、大汊湖 

Ⅱ 有闸低高程深水湖泊 大湖池 

Ⅲ 有闸中高程浅水湖泊 常湖池、沙湖 

Ⅳ 有闸中高程深水湖泊 朱市湖、中湖池、梅西湖 

Ⅴ 有闸高高程浅水湖泊 象湖 



 

图 4 有闸碟形湖的 PCA 分析（a：平均高程，b：脱离水位，c：平均水深，d：最大控水面积占比，e：最小水面面积占

比，f：最小水面高程，g：可调控面积占比，h：可调控水深） 

Fig. 4 PCA of the gated dish-shaped lakes 

平均高程和调蓄水能力等湖泊地形特征也影响着碟形湖的退水过程。2020 年夏秋季鄱阳湖流域发生

洪水，导致平均高程最低的 I 类湖泊（蚌湖和大汊湖）11 月份水域面积占比仍超过 95%，同期平均高程

最高的象湖水域面积仅占 60%左右，其它中高程湖泊为 80%左右（图 5），碟形湖平均高程决定着不同

湖泊在洪水后的退水次序。2022 年干旱发生，平均高程低，蓄水容量密度大的大湖池长期维持了 60%的

水域面积，平均高程最高，蓄水容量密度小的象湖在 10 月就完全干涸，其余中高程的有闸碟形湖其蓄水

容量密度有明显差异（表 1），它们基本维持了 30%~40%的水域面积（图 5 中Ⅲ类、Ⅳ类）。 

 

图 5 研究区内碟形湖 2013—2024 年水域面积占比变化图 

Fig. 5 Variation in water area proportion of the dish-shaped lakes within the study area (2013–2024) 

2.3 不同水文年鄱阳湖自然保护区的水鸟越冬生境变化 

不同水文年的水鸟越冬生境差异直接反映了自然水文过程对水鸟越冬生境结构的影响，本文选取极

端洪水年、极端干旱年和平水年均值进行对比，有利于准确评估自然降水对水鸟越冬生境影响的极端情

况。三个年份鄱阳湖星子水文站的水文过程见图 6。7—10 月，极端洪水年比平水年的水位基本高出 4 m，



8—11 月，平水年的水位比极端干旱年也基本高出 4 m。 

 

图 6 不同水文年鄱阳湖星子水位变化趋势 

Fig. 6 Variation in water level at the Xingzi station of Lake Poyang under different water years 

研究区不同水文年水鸟越冬生境和觅食生境的面积占比见表 3。2020 年 9 月和 10 月越冬水鸟可觅

食的生境仅占 7.06%和 11.39%，分别占正常水文年同期值的 20.43%和 24.33%，极端洪水导致水鸟觅食

生境面积减少 75%以上。2022 年极端干旱持续到 11 月（图 6），而 2022 年 9—11 月越冬水鸟的觅食生

境面积比同期平水年分别减少了 13.61%、26.21%和 37.84%。进入 12 月以后，极端洪水和极端干旱的影

响消失，越冬水鸟的觅食生境面积也恢复到正常水平。可见极端洪水和极端干旱都减少了越冬水鸟的觅

食生境，但这种影响一般在秋季就会结束。 

从表 3 中生境类型的变化来看，极端洪水时出现大面积深水，2020 年 9 月和 10 月深水面积占比分

别高达 91.47%和 82.09%，分别比同期平水年高出 52.35 和 54.86 个百分点。极端干旱导致 2022 年 9—11

月沙滩面积占比分别高达19.80%、21.80%和24.54%，分别比同期平水年增加了 15.18%、19.64%和22.6%。

深水或沙滩（含干涸的泥滩）面积陡增分别是洪水年和干旱年越冬水鸟觅食生境面积减少的主要原因。 

表 3 不同水文年鄱阳湖自然保护区水鸟越冬生境和主要觅食生境组成 

Tab. 3 Composition of waterbird wintering and main foraging habitats in Lake Poyang Nature Reserve under different water years 

月份 年份 深水 浅水 极浅水 泥滩 沙滩 稀疏草洲 高草草洲 茂密草洲 觅食生境 觅食生境变化 

9 月 

洪水年 91.47% 1.65% 5.18% 0.06% 0.02% 0.17% 0.72% 0.71% 7.07% -82.32% 

干旱年 6.64% 3.99% 15.73% 2.73% 19.80% 12.10% 12.41% 26.60% 34.54% -13.61% 

平水年 39.12% 6.26% 20.60% 2.25% 4.62% 10.87% 3.60% 12.67% 39.98% 0.00% 

10 月 

洪水年 82.09% 3.50% 4.28% 2.90% 0.10% 0.71% 3.66% 2.75% 11.40% -75.65% 

干旱年 8.44% 4.03% 8.29% 7.66% 21.80% 14.57% 11.14% 24.07% 34.55% -26.21% 

平水年 27.23% 5.31% 23.32% 3.66% 2.16% 14.52% 3.92% 19.86% 46.82% 0.00% 

11 月 

洪水年 22.99% 14.72% 24.68% 3.15% 1.56% 21.14% 9.41% 2.35% 63.69% 7.40% 

干旱年 7.47% 3.71% 6.24% 8.66% 24.54% 18.25% 8.18% 22.95% 36.86% -37.84% 

平水年 14.98% 6.32% 24.46% 6.93% 1.92% 21.59% 4.78% 19.00% 59.30% 0.00% 

12 月 

洪水年 5.35% 6.92% 33.23% 13.45% 0.34% 24.62% 9.92% 6.16% 78.22% 16.28% 

干旱年 7.61% 3.77% 6.98% 25.74% 1.57% 29.66% 3.76% 20.89% 66.15% -1.66% 

平水年 6.58% 5.50% 24.96% 11.13% 6.59% 25.68% 3.34% 16.20% 67.27% 0.00% 

1 月 

洪水年 2.86% 3.36% 32.85% 12.94% 4.96% 24.56% 9.78% 8.68% 73.72% -1.81% 

干旱年 6.96% 3.99% 8.45% 24.00% 11.72% 40.16% 4.28% 0.45% 76.60% 2.02% 

平水年 3.53% 4.07% 28.68% 13.27% 9.20% 29.05% 3.27% 8.92% 75.08% 0.00% 

2 月 

洪水年 1.11% 3.16% 29.24% 16.06% 0.25% 16.28% 9.35% 24.53% 64.75% -19.63% 

干旱年 5.74% 6.81% 13.99% 30.46% 2.19% 38.32% 2.22% 0.27% 89.57% 11.18% 

平水年 3.25% 4.24% 27.78% 13.80% 1.90% 34.74% 3.71% 10.58% 80.56% 0.00% 

研究区内无湖中高地类型，觅食生境包括浅水、极浅水、泥滩和稀疏草洲四类，觅食生境变化=（平水年－洪水年或干旱年）

/平水年。 



2.4 不同水位调控方式和地形特征下碟形湖的水鸟越冬生境差异 

研究区 9 个碟形湖在不同水文年的景观类型组成和越冬水鸟觅食生境面积占比年内变化见图 7。随

着水位降低，生境类型从深水逐步演化为浅水、极浅水、泥滩、沙滩、稀疏草洲和茂密草洲。平水年觅

食生境的年内变化过程表明，退水期间 9 个碟形湖的越冬水鸟觅食生境面积都逐渐增加，次年 2 月均增

至 75%左右。 

2022 年 9—11 月，由于极度干旱，自然退水的蚌湖和大汊湖以及平均高程最高的有闸浅水湖泊象湖

的沙滩面积比平水年增加了 3~8 倍，其它水位人为调控的碟形湖沙滩面积变化不明显。2022 年 9—11 月

干旱期间，水位人为调控的碟形湖（除象湖外），其水鸟觅食生境面积基本都大于平水年的同期数值。 

2020 年 9—10 月洪水影响期间，平均高程低的蚌湖和大汊湖和大湖池的水鸟觅食生境面积占比都低

于 10%，远小于平水年的同期值。平均高程中等的沙湖、常湖池、朱市湖、梅西湖和中湖池的水鸟觅食

生境面积都低于平水年，而平均高程最高的象湖其水鸟觅食生境面积却明显大于平水年数值。 

3 讨论 

水退滩露，退水过程中景观类型从深水依次转变为浅水、极浅水、泥滩、沙滩、稀疏草洲、茂密草

洲、高草草洲等类型，其中浅水、极浅水、泥滩、稀疏草洲是鄱阳湖水鸟越冬最主要的四种觅食生境。

碟形湖退水过程的变化必然导致不同时段水鸟觅食生境的结构变化。 

3.1 自然水文过程对越冬水鸟生境结构的影响 

鄱阳湖汇集上游五条河流的入湖径流，4-6 月雨季后，鄱阳湖一般在 7—8 月达到最高水位，9 月开

始退水（图 6），随着退水过程推进，深水面积逐渐减小，水鸟越冬的觅食生境面积则持续增加。流域的

自然降水决定了鄱阳湖的退水起始时间和退水速度，进而影响越冬水鸟生境结构的变化。洪水年份，鄱

阳湖的退水过程推迟，洪水期形成大面积深水景观，越冬水鸟的觅食生境面积锐减。2020 年的极端洪水，

导致研究区 2020 年 9 月和 10 月越冬水鸟可觅食的生境仅占 7.06%和 11.39%（表 3），比平水年同期值

减少了 75%以上。干旱年份，越冬水鸟无法觅食的沙滩（包括干涸的泥滩）面积陡增，也会导致水鸟的

觅食生境面积减少。2022 年鄱阳湖极端干旱，导致研究区 9—11 月的越冬水鸟觅食生境面积比同期平水

年分别减少了 13.61%、26.21%和 37.84%。相关研究发现，平水年鄱阳湖能提供充足的食物和栖息地，

最适宜水鸟顺利越冬，洪水年能提供的栖息生境面积最小，最不利于水鸟正常越冬[46-47]。可见自然水文

过程的确会影响鄱阳湖越冬水鸟的生境结构和觅食生境面积，极端水文事件都会减少研究区的越冬水鸟

的觅食生境面积，极端洪水比极端干旱对觅食生境面积的影响更大，因此要特别关注洪水期的水鸟越冬

生境保护。 

进一步对比不同水文年鄱阳湖自然保护区的水鸟越冬生境组成后还发现，洪水消退后，2020 年 11

月至次年 2 月研究区的水鸟觅食生境面积基本恢复到平水年水平，2022 年 12 月—次年 2 月研究区的水

鸟觅食生境面积也基本恢复到平水年水平。12 月—次年 2 月是鄱阳湖水鸟越冬的关键期，可见这两次极

端水文事件都未明显改变研究区水鸟越冬关键期的觅食生境面积。相关研究也发现，虽然洪水或干旱会

大幅减少水鸟的秋季觅食生境面积，但由于这些事件的影响通常在冬季前消退，不会影响冬季时的水鸟

觅食生境面积[44]。相关气候方面的研究发现，鄱阳湖的干旱在 8—9 月频繁发生,一般在 10—11 月停止
[48]。可见极端水文事件一般会明显减少鄱阳湖秋季的水鸟觅食生境面积，但对水鸟越冬关键期的觅食生

境面积无明显影响。 

3.2 水位人为调控对越冬水鸟生境结构的影响 

“堑秋湖”即渔民利用人工闸门在秋季蓄水拦鱼，冬季排水抓鱼，它是广泛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季节性

浅水碟形湖中的一种传统渔业方式[49]。“堑秋湖”渔业活动是长江流域“十年禁渔”前碟形湖最主要的水位

人为调控的驱动力。对碟形湖的退水过程研究结果显示，自然退水的蚌湖和大汊湖一般在 11 月就完成退

水，水位人为调控的碟形湖一般在次年 1—2 月完成退水，水位人为调控的碟形湖其退水结束时间更晚，

主要原因是“堑秋湖”渔业活动一般在 12 月份之后排水捕鱼[49]。 

 



 

图 7 不同水文年各碟形湖生境结构及觅食生境占比变化图 

Fig. 7 Dynamics of habitat structure and foraging habitat proportion in each dish-shaped lakes under different water years 

 

本文对比不同水位调控方式下碟形湖的水鸟越冬生境发现，2022 年 9—11 月，由于极度干旱，自然

退水的蚌湖和大汊湖，其沙滩面积都比平水年增加了数倍，导致水鸟的觅食生境面积或种类明显变化，

而水位人为调控的碟形湖沙滩面积变化不明显，除象湖外，其它水位人为调控的碟形湖在 2022 年 9—11

月的水鸟觅食生境面积基本都大于平水年的同期数值，可见碟形湖水位人为调控对于干旱年保护水鸟顺

利越冬有重要意义。相关研究也表明，“堑秋湖”活动在枯水季节构筑低矮堤坝，就地将浅水的滩地围护，

造就了有利于涉禽觅食的生境，而且“堑秋湖”主要在 12 月份之后排水捕鱼，对于干旱的年份，“堑秋湖”

增加的浅水区对水鸟顺利越冬有重要意义[49]。已有研究还表明：无论碟形湖长期积水或很快将积水放干，

都不利于水鸟顺利越冬，只有使碟形湖的水位逐渐降低，才最有利于越冬水鸟持续觅食[50-51]。当前鄱阳

湖出现持续低枯水位，有枯水期提前和枯水期延长的趋势，而且长江流域“十年禁渔”实施已导致众多碟

形湖失去了原有的水位调控能力，建议尽快恢复碟形湖水位的科学管理与调控。 

3.3 湖泊地形特征对越冬水鸟生境结构的影响 

在极端洪水时期，平均高程最低的蚌湖和大汊湖，其深水面积占比超过 90%，因而水鸟的觅食生境

面积占比不足 10%，随着湖泊平均高程增加，深水面积占比减小，水鸟的觅食生境面积逐步增加，平均

高程最高的象湖，水淹形成大面积浅水区域，使其水鸟觅食生境占比反而比平水年更高，平均高程中等

的沙湖、常湖池、朱市湖、梅西湖和中湖池的水鸟觅食生境面积都低于平水年，可见湖泊洪水期的越冬

水鸟觅食生境面积与其平均高程密切相关，而与碟形湖水位人为调控方式无关。极端干旱时期，水位人

为调控的碟形湖，只有象湖的水鸟觅食生境面积锐减，因为象湖不仅平均高程最高，而且其蓄水容量密

度较小，长期干旱导致象湖在 2022 年 9—11 月基本干涸，沙滩面积陡增，水鸟觅食生境面积明显下降。

可见湖泊的平均高程和自身地形特征对其景观结构都有重要影响，平均高程低的碟形湖受洪水的影响更

大，平均高程高的碟形湖，其景观结构受干旱的影响更大，这与李映瑜等研究极端水文事件对鄱阳湖水



鸟越冬生境面积影响的空间分异特征一致[44]。 

综上所述，自然水文过程、水位人为调控和湖泊地形都能改变碟形湖的退水过程，进而影响碟形湖

的水鸟生境结构。极端水文事件会减少鄱阳湖秋季的水鸟觅食生境面积，通常不会影响冬季的水鸟觅食

生境面积。碟形湖水位人为调控有利于保护水鸟，碟形湖水位人为调控对于应对当前鄱阳湖的持续干旱

具有重要意义。碟形湖的景观结构与湖泊地形特征也密切相关，有必要实行“一湖一策”的碟形湖水位管

理方案。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是研究区只有9个碟形湖，缺少长期蓄水和不同高程上的自然退水

湖泊类型，因而无法探究这些湖泊类型的相应关系；其次是表征湖泊地形特征的指标众多，本文仅从湖

泊高程和湖泊调蓄水能力方面做了简单探讨，后期的工作将以鄱阳湖中的102个碟形湖为研究对象，并进

一步探究各地形因子对碟形湖退水过程和景观结构的影响机制。 

4 结论 

本文以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 9 个碟形湖为例，探讨了自然水文过程、水位人为调控和湖泊地

形特征对碟形湖越冬水鸟生境结构和觅食生境面积的影响，主要结论有： 

1）2020 年的极端洪水，导致鄱阳湖自然保护区 9—10 月越冬水鸟觅食生境比平水年均值分别减少

了 82.32%和 75.65%，2022 年的极端干旱，鄱阳湖自然保护区 10—11 月越冬水鸟觅食生境比平水年均值

分别减少了 26.21%和 37.84%。虽然两次极端水文事件都明显减少了研究区秋季的水鸟觅食生境面积，

但鄱阳湖的极端水文事件一般在秋季结束，不会影响冬季的水鸟觅食生境面积。 

2）碟形湖水位人为调控对于干旱年份保护水鸟顺利越冬有重要意义。在当前鄱阳湖枯水期提前，枯

水期延长、干旱频发和长江流域“十年禁渔”的新形势下，建议尽快恢复碟形湖水位的科学管理与调控。 

3）2020 年 9—10 月洪水导致平均高程最低的蚌湖和大汊湖的水鸟觅食生境面积占比都不足 10%，

而平均高程最高的有闸浅水湖泊象湖同期的觅食生境面积却增至 70%左右。2022 年 9—11 月的干旱导致

自然退水的蚌湖和平均高程最高且水位人为调控的象湖其水鸟觅食生境面积明显下降，而其余人为调控

水位碟形湖的水鸟觅食生境面积明显增加。碟形湖的水鸟越冬生境结构与湖泊自身的地形特征密切相关，

有必要实行“一湖一策”的差异化水位管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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